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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     
——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

孙玮

摘要

本文从存在现象学、技术现象学、后人类理论出发，结合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等新媒体实践，回顾并探讨了身体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基本状况，以及对传播

学创新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本文聚焦交流者的身体，在描述传播主体从意识主体、身

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并阐释了传播与多种身体形式、多重在场方式

的复杂关系。据此认为，所谓在场或缺席，即是主体现身或脱离于现实与虚拟杂糅的关

系网络，传播就是编织关系网络的身体实践，物理的、信息的、意义的多重网络通过传

播聚焦于智能身体这个节点主体。传播研究必得回归身体世界，将自身重新放置到当前

智能主体的世界中，才能重建传播与人类存在的根本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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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its value and meaning in the innov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with	the	analysis	of	new	media	practices	like	mobile	networks,	vitural	reality	and	antificial	

intelligence. Focusing on the bodies of communicators, the author displays and elaborat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multiple forms of bodies and multiple forms 

of presence by describing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ng body from consciousness subject, 

body-subject to intelligent subjec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o-called presence or absence is 

actually the fact that the subject is in or out of the combined relation networks made up of reality 

and virtuality.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seem as body practices weaving the relation networks 

and	multiple	networks	of	physical	world,	information	and	significance	converge	on	the	intelligent	

bodies as subjects of nodes. Communication studies must turn back to the world of bodies and 

reposit itself in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f intelligent subjects to reestablish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the human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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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身体重返传播的世界

传播学对身体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

崛起的巨大刺激。这三项技术从不同方向突出了身体元素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重

要性，当然传播领域也不能例外。甚至有很多传播学者认为，传播领域是这三大技

术应用与发展的核心之一，它们都涉及传播、媒介、信息、技术、实在、真实等等

传播学关键命题。人类的传播实践正在这些技术浪潮裹挟之下，发生重大转折。概

而言之，新传播技术使得人类的身体发生互为条件又互相排斥的两个转向，“一方

面它关系到人们及其身体或身体的某些部分已经进入到虚拟的空间中，这也就意味

着越来越多的人-计算机系统的一体化要素被生产出来，它因此也就变成了某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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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生命体（Cyborg）；但另一方面，机器的延伸又从人的直接操纵那里分离出去

了。而后者，也就是智能的、自动的机器人，或在感受和动力系统上受环境制约的

虚拟代理人，……从长远的观点看将可能以其肉体化而超越人类，或者/并且它们

将为人类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即它们以其认知结构作为某种寄生物而筑巢于非有机

的客体内，从而排斥血肉之躯。”（罗泽，1998/2008：137-138）

既然传播学中的身体热主要来自于当前的新技术浪潮，“重返”一说如何理

解？这包含了两层意义，其一，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身

体，无论是自然的、文化的还是技术的身体。只是长久以来，以大众媒介为主要经

验场域的主流传播学未能将身体维度纳入研究的视阈中。其二，传播研究零散地、

碎片化地涉及身体议题，只是未能成为主流传播学的一个面向，当然也没有构成主

流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但这不能否认，传播议题的身体研究积累了富于

创见的成果。所谓重返，即是说本来就有，但出于相对隐形的、边缘化状态，现在

要以新面貌出现，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传播研究必须挖掘学术思想中

的身体理论资源，事实上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身体研究一直是非常重

要的学术脉络。二是，高度关注当前新技术激发的身体变革，将传播理解为一种社

会性的身体实践。三是，将身体作为传播学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建构传

播视角的身体研究知识体系，以参与当今学术界兴起的身体研究热潮。当前，传播

学遭遇了一个学科危机与发展并存的时刻。一方面，传播相关议题的研究进入黄金

时代，因为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超越媒介行业，席卷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传播正在成

为社会构成性要素；另一方面，正因如此，无论是传播实践还是网络、媒介、技术

发展，都激发了各个学科极大的研究兴趣。在此情形下，传播学不可能垄断我们自

以为是的传播学关键命题。因此，如果传播研究不能在这个历史时刻发出自己的声

音，新技术传播的日益重要，或可成为催化传播学边缘化的因素。身体研究，正是

我们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寻求学科创新突破的一个基点。

二、被激活的身体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身体’一词带给思想的首批意象之一

就是一具尸体，这是笛卡尔主义传统所造成的破坏的一部分。”（伊格尔顿，

1997/2014：84）在传播研究中，身体恐怕连尸体也算不上，它非但未成为研究的

对象，反而被视为需要克服的障碍，大众传播学就常常将身体看作是固着于特定

时空的消极因素，因为信息的远距离传递必须要打破身体的束缚。正如彼得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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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交流’这一新观念容许肉体不在场而实现接触，这种接触对交流者（动

物、人、机器）的身体形式并不关注，甚至对交流者‘是否存在着有机体’都无

所谓”。（彼得斯，1999/2017：351）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研究完全脱离了身

体，它与古典社会学类似，展现出对于身体的双重思路，身体之于传播学，属于一

种“缺席在场”。有学者这样描述身体在古典社会学中的状态，“古典社会学很少

持续聚焦于身体，视之为有其独立理据的考察领域，就此而言，身体在这门科学中

是缺席的，比如说，社会学理论很少考虑到，事实上，我们都有一副血肉之躯，使

我们能够品尝、嗅闻、触碰，乃至交换体液。然而，当古典社会学关注社会的结构

与功能运作，关注人的行动和性质，势必会引导它探讨人的具身体现的某些重要面

向。”（希林，1993/2010：9）以此来理解身体在传播学研究中的状况，应该是大

抵不差的。这毫不奇怪，主流传播学的基本范式正是来源于古典社会学。身体之所

以突然地浮现在传播学的视野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契机，是当前媒介技术发生的

变化，比如移动互联网使得位置成为信息，所谓位置，就是身体在特定时空中的方

位；更有甚者，人工智能要将机器嵌入身体，或者是创造机器仿真的身体。在新技

术崛起的移动网络时代，身体突然在传播研究领域被激活了。

要达成激活身体之目标，传播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是伊格尔顿口诛笔伐的“尸

体”，即文化研究中“作为客体的身体”。它是“管制、切割、解剖、规训、争夺

的对象”，身体就这样被“统摄、分解、利用”（王晓华，2018），沦为一个“残

缺的身体”（伊格尔顿，1990/2001：7）。将身体视为尸体的观念，有两个要点。

其一，延续形而上学之传统，视人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灵魂-身体、意识-身

体、理性-感性、主体-客体等等，前者对于后者有绝对优势，对于前者而言是高

级的、主导的。其二，身体是客体，非生产性的，只是一种被制约的因素。文化研

究“尸体”论的价值在于，将身体纳入了研究视阈，将权力关系扩展到身体领域；

消极影响是，否定了身体的能动性，遮蔽了身体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的

互动关系，将身体仅仅看作被外在社会力量塑造的对象。对文化研究的“尸体”

论，不同路径的学者都给予了批判，“旧叙事把‘技术’和‘经济’实体化为外在

于社会生活的东西……技术和经济是社会性的，而因为身体是社会生活的媒介，所

以技术和经济不能在逻辑上优先于身体。相反，技术是一种具体表达。”因此，

“应该说身体是历史进程的生成器，对身体的理解构成变化如何展开的条件，不能

单向度考虑外在条件如何型塑了身体”（罗布，哈里斯，2013/2016：4）。伊格尔

顿等对于文化研究建构主义身体观的批判，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不能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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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仅仅视为一个被媒介型塑、操纵的客体，应该把身体纳入交流者的主体性范畴中

加以考量，以体现身体在传播中的能动性、生产性。

存在现象学不仅将身体视为主体，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把身

体看做“是在主体一边，是我们观看世界的立足点”（宁晓萌，2013：65），而且

认为，身体即是主体、也是客体，是两者的融合，由此打破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身

体观。这种身体观，旨在倡导一种“肉身的存在论”，认为身体是“朝向世界存在

的‘锚定点’”（宁晓萌，2013：73），“我们就是身体”，“身体是自然的我和

知觉的主体”，“成为身体，就是维系于某个世界”（梅洛-庞蒂，2001：265、

196）。存在论视角中的身体，成为人通达世界的一个最基础、最核心、最根本的

接合点。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传播学很早就将现象学视为自身重要的理论资

源，克雷格（Robert Craig）在他的名作“作为一个领域的传播理论”中，梳理了

传播学七大传统，现象学赫然在列。克雷格理解的现象学对于传播的意义，是强调

肉身直接接触的不可替代性，突显无中介传播进行对话的价值。意味深长的是，克

雷格注意到，现象学将精神与肉体、事实与价值、言语与物质之间的常识性区别也

问题化了（Craig，1991）。但遗憾的是，他并未在这个维度上进一步挖掘，身体就

这样被克雷格掠过了。现象学关于身体的重要思想，如从存在论的视角理解身体，

身体是连接人与世界的媒介等等观点，似乎并未真正纳入传播学研究中。传播研究

要将存在论意义上的身体放置在研究视阈中，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工作。

移动网络时代的新型传播实践，为我们进行这一开创性的工作提供了契机。传

播技术的发展，突出并加剧了技术的具身性（embodiment）趋势，这可以从两个

方面理解。第一个方面，如伊德（Don Ihde）所说的，现代技术正在经历第二次革

命。技术发展的第一个方向在19世纪占主导，是工业技术，如电力、铁路交通、工

厂、冶金学、大规模应用碳氢化合物和矿石。第二个方向则是信息技术，在20世纪

占主导，如计算机、因特网、移动通讯、多媒体技术等等。发明“虚拟现实”这个

术语的拉尼尔（Jaron Lanier）认为，第二个方向将战胜第一个方向（伊德，2008：

53）。伊德认为，第一次革命，“技术的界限很大程度上与人类身体的界限，是同

构的。”（伊德，2008：73）但第二次革命的特点是，技术具有转化的作用，“就

是将一种完全不能用身体经验到的不能知觉到的（这其实就是日常身体的感觉功

能）现象，转化成图像的功能。但是，如果这些现象是以技术或工具作为中介，它

们就确实能经验到。”因此，伊德再三强调，“没有工具中介，就完全没有对这些

现象的经验。”这是一种知觉的转化（伊德，2008：80、91）。这使得技术更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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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嵌进具身关系中，全方位地渗透在人的身体经验中。第二个方面是，人工智能

技术的突飞猛进，从另一个方向突显了身体的意义。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造就了仿

真的身体——半机器人、机器人的出现，引爆了当代社会的“身体危机”（罗布、

哈里斯，2013/2016：1）。后人类主义发问，信息有身体吗？意识可以下载吗？意

识可以脱离身体存在吗？后人类主义者说，他们和现代性的自由主义者共享一个基

础，就是强调心智之于身体的优先性（海勒，1999/2017：7、15）。几千年以来我

们赖以存在的身体要消失了？或者说，我们意识到，人类将面对不同于生物性身体

的新型身体，身体形式正在走向多元。

断言传播学完全忽视身体，肯定是不恰当的。比如针对传播学者非常熟悉的彼

得斯名作《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有学者认为，“他在提出‘在人类交流中

人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缺席’这个问题后总结了人类传播观念中的身体问题

史，为讨论传播中的身体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语境。”（刘海龙，2018）

如果我们承接彼得斯的研究，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他所言说的身体究竟是何涵

义？因为什么是“人类身体”，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常识意义上认

为，“身体是承担着诸如呼吸、自我滋养、排泄、成长、繁衍和死亡之类生物学

进程的天然的肉体的对象。”（罗布，哈里斯，2013/2016：361）彼得斯在此书中

未有对身体做出他的解释和界定，但揣摩全书行文，似乎他比较多地偏向于在这个

意义上使用身体。他在描述身体时特别强调身体的物质性，突出触觉，即物质性的

身体接触（彼得斯，1999/2017：386）。彼得斯或许忽略了，这种身体观本身其实

是一个历史产物，它在16世纪随着“身体如机器”的隐喻而出现，它是身体观念历

史光谱中的“自然”那一端的。在光谱的另一端，有些理论家主张“身体是文化

话语的第一产物和最重要的产物……如布尔迪厄、福柯以及绝大多数女性主义理

论家，都承认生物学身体但认为生物学身体与身体的真实社会甚少存在关联。” 

这两种观点共享一个前提，假定“自然”与“文化”泾渭分明（罗布，哈里斯，

2013/2016：361）。当前，这两种身体观都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正如并没

有一个物质身体优先于社会身体而存在，也没有一个社会身体优先于其物质对应物

而存在。”（罗布，哈里斯，2013/2016：362）针对于此，本文抱持这样一种身体

观，“身体就这样始终是关系性的。对其他许多二律背反也是如此。身体是稳定且

固定还是持续处于流动中的？身体是有界限的还是可以渗透的？它确定是人类还是

也能是动物、机器或地点？对这类二律背反的答案是，‘是，两者皆然’。”（罗

布，哈里斯，2013/2016：362）二元分立的身体观来源于西方哲学的历史传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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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裂，是现代世界的标志，也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危机，“总之，标志着现代世

界的，是一系列的二元分裂：人与自然、自我与非我、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

自然的非社会化和社会的非自然化、自然与人文、教化与政治、精神与物质。不仅

世界是分裂的，人本身也是分裂的：作为主体（意识）的人和作为客体（肉体）的

人、作为认识者的人和作为行动者的人。人的能力也是分裂的：感性与知性、知性

与理性、信仰与知识、判断力与想象力、认识与审美、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

践理性。人的生活也是分裂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总

之，古代世界观和生活的那种统一的整体性完全消失了。而这种根本分裂的根源，

是现代的特产———主体性原则。”（张汝伦，2018）因此，无论是自然观的身体

论，还是文化观的身体论，都限于“自然-文化”二元论的预设，与现代性的主体

观有很大关联，这正是本文讨论传播与身体关系的一个切入点。

如果从关系论的身体观出发，我们可以反转彼得斯的问题，传播与身体的关

系，不在于在交流中身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缺席，当今的传播实践中，大量的缺席

已经发生，而且正在不断涌现新型的在场、缺席方式。而是在于，这样的缺席是如

何发生的？意味着什么？新型传播实践如何改变了“在场”与“缺席”的涵义？一

方面，反思传播学为何失去了身体，没有身体的交流主体的传播实践遮蔽了哪些面

向的传播意义？另一方面，针对当前的新型传播实践，将身体纳入传播研究的视阈

中，探讨传播与身体是如何互相塑造的？身体如何演化出多种身体形式？身体世界

中传播的价值与意义何在？作为交流者的身体如何参与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中？

本文尝试从存在现象学、技术现象学、媒介学、后人类等理论出发，考察作为

交流者的身体，是如何作为主体进行传播实践的。传播与身体，正在成为传播研究

的一个重要面向，涉及内容繁多。本文作为初涉此领域的探索性研究，将主体性作

为切入点，是基于以下理由。其一，身体在打破现代性二元对立观中，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路径实施这种突破。如，将身体从客体反转为主体；

将身体理解为既是客体也是主体，是两者的融合；将身体理解为人与世界的接合

点，放弃主客体理论，等等。因此，从主体性角度考察身体，有助于反思传播学承

袭已久的现代性理论预设。其二，就当前移动网络时代的传播实践看，新技术对于

身体的改变不是表面的、隐喻式的，生物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实施技术与人的进一

步融合，甚至出现了人造的身体——机器人。信息传播技术与实践正在重造主体，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新型主体——拥有智能身体的主体。身体形式多元化造成的主体

性变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传播与人及世界的关系。其三，从主体性视角考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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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也正是存在现象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即从存在的层面理解身体，所谓“肉体存

在论”，人类是以身体存在在世界上。因此从这个视角切入，体现了本文的一个基

本出发点，从人类存在层面理解传播。总之，本文尝试从主体存在的层面，探讨身

体与传播之关系，特别关注在当前新技术背景下，身体议题对于传播研究范式创新

的意义。在当今学术界，身体理论呈现出多种路径，如身体再现理论、身体欲望叙

事、身体与性和性别、身体叙事理论、身体政治、医学与身体等等（欧阳灿灿，

2015：5-8），身体正在从各个学术视角被激活。其中现象学的“具身化存在”

论，不但是身体理论的当代发端，也是身体研究中最为重要与基础的理论视角。本

文尝试从这一理论出发，兼及后现象学的技术思想，以主体性作为落脚点，探讨身

体研究可以为当前的传播研究提供何种学术资源与理论想象。具体以两条线索展

开，一是传播学关键概念“传播”“媒介”涵义的转变，二是“在场”“缺席”意

义的演化，在这两条线索的勾连中呈现身体与传播之关系。在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

传统中，所谓“媒介”，一直被认为是弥补“缺席”的一种“在场”形式，这个根

深蒂固的思想持续地影响着传播学研究。直至当前移动网络时代，扎根于新媒体传

播实践的反思开启了。

三、理性意识主体与身体-主体：在场与远程在场

传播与身体的关系非比寻常。有学者认为，20世纪后半叶身体日渐成为许多学

科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主要关系到去身体化的文化，它起因于计

算机技术，以及远程监控对身体接触的取代。”其二，“把身体径直放在争论的中

心，这不是时尚，而是当务之急。——因为科学家、工程师正在对它进行重构和重

组。”（卡瓦拉罗，2001/2013：95）这两个方面，都和传播有直接的关联。信息

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交往有脱离身体的可能性。移动网络与虚拟现实技术

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以两种殊途同归的方式突出了身体的重要性：移动网络使得人

们可以随时随地实现远程在场，“在场”与“身体”史无前例地分离了，虚拟的身

体被制造出来，主体在场的方式也彻底更新了；而人工智能，则是以技术与身体的

直接融合，创造了新的身体，甚至是与肉身无关的仿真身体。这两种方式极端地突

显了身体的变革，并进一步引发了主体在场方式的颠覆性变化，改变了人与世界的

关系。

其实，“去身体化”的趋势早已出现在大众传播中，这正是主流传播学一个未

经检视的基本预设。传播学的去身体化预设，可以从“传播”“媒介”两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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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涵义中窥得一斑。依照凯瑞的说法，传递观一直是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主流观念。

所谓传递观，着眼点是信息的跨越空间的远距离扩散（凯瑞，2005：4），传播者

的身体及其依托的物质空间场景，是必须要克服的障碍。信息必须要借助符号才能

从传播者到达接受者，这个符号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符号是语言，当然也包括

文字、声音、图像、影像等等。这些符号，被视为媒介。传递观认为媒介一定是离

身的，必须外在于身体，才能进行远距离的传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流传播

学将大众媒介定义为中介化的传播，以区别于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传播。如是观，主

流传播学在主要立足于大众媒介的传播实践上，将身体视为必须被克服的障碍。作

为交流者，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只能是脱离了身体的意识主体。

如果在更宏大的学术视野中观察，就可以了然，主流传播学落脚于意识主体，

有很清晰的学术脉络。它根源于现代性的主体观。“在现代性中，人类宣称对他们

的世界——唯一对经验开放的世界——拥有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外部性的模

糊特征，都会持续威胁到建立现代文化所需要的自信。哲学知识突显即刻出现的意

识主体，以此对抗令人沮丧的怀疑。”（弗格森，2006/2010：9）与主流传播学的

学术脉络最为紧密的社会学，“拥有‘学’的特质，因而也落入逻格斯的构成秩序

中，它是用理性可以理解的社会秩序。”（弗格森，2006/2010：12）承接着古典

社会学理性传统思想的传播学，将交流者确定为理性意识主体，从而完全地失去了

身体。这个学术脉络当然不是古典社会学、主流传播学独有的，它来源于西方文化

思想传统自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以来灵魂-身体二元论中的心智优于身

体说。现代性主体理论的代表者笛卡尔声称“我思故我在”，蕴涵着对于一切身

体感觉的拒斥。他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主张，“我……就是思考着的那个东

西”“我的心智……完全地、确定地有别于我的身体，没有身体也可以存在”。我

们的身体会使我们趋向非理性的情感与冲动（希林，1993/2010：194）。主流传播

学的去身体化趋势，不能仅仅从大众传播征服身体与空间实践的现实中观照，更要

看到，这种来源于现代性哲学思想的理性意识主体观，构成了学术脉络层面的深层

次原因。

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意识主体观，一直遭遇如叔本华、尼采等的持续性抵

抗，直至梅洛-庞蒂提出身体-主体观，彻底逆转了西方现代理性哲学的“机械身

体论”。延续其后的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身体理论，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颠覆性

影响，是因为它冲击了自古希腊以来身心二元论的哲学传统。“自古希腊一直到

19世纪，人们是在灵魂（soul）、精神（spirit）、心智（mind）、理性（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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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体（body）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来认识身体的，认为身体是灵魂、精神、心智

的附属物，身体是被动的、臣服的。在自古希腊传承而来的逻格斯中心主义（logo 

centrism）文化中，人们把身体当做物质客体来认识，如何才能更真实地认识对

象，与最大限度地发挥理性精神有关，因此认识问题也是有关主体意识的问题，而

不是身体的问题”。（欧阳灿灿，2015：30）柏拉图、笛卡尔的机械身体论有如下

三个观点，一是身体对外在事物的感觉是不可靠的，人们必须在心灵的指导下，通

过对某一事物明白无误的知觉来认识事物；二是身体是器官的组合体，它作为一种

物体，具有广延的属性。三是因为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依靠且必须依靠心灵与理性，

所以对人而言心灵与理性才是人生意义的来源，身体在时间的流逝中对知识的积累

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也就是说身体具有非时间性（欧阳灿灿，2015：82）。这种身

心二元论的身体观，体现了古希腊“逻格斯”观念，即以追寻事物的本质、原因、

秩序为核心，并将之以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欧阳灿灿，2015：34-35）。

针对机械身体论，梅洛-庞蒂以存在身体论加以反驳，他强调知觉活动中人们

对事物的感知是整体性的、关系性的、情境性的，身体是知觉活动的本源（欧阳灿

灿，2015：83-85）。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的存在是身体化存在，即以身体为

基础的在世存在，生存意义来自于身体织就的关系网络，时空是这一网络的一种基

本表征和称谓（欧阳灿灿，2015：96）。梅洛-庞蒂说，“我们的身体是活生生的

意义的扭结，而不是一定数量的共变项的规律。……身体之所以能象征生存，是因

为身体实现了生存，是因为身体是生存的现实性。”（梅洛-庞蒂，1945/2001：

200、216）梅洛-庞蒂的研究者这样概括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身体-主体，

而非单纯的构成意识，才是人类意义的给予者。一个人总是身体-主体的存在，而

永远不能是天上的自由缥缈的先验的自我。”（普里莫兹克，2001/2014：33-34）

梅洛-庞蒂突出了身体感知相较于意识想象的优先性与不可或缺，“可感世界是由

于内在的意义和结构才比思想的世界更‘老’，因为可感的世界是可见的和可延续

的，而思想的世界是不可见的和断裂的，初看起来不能构成一个整体，其真理性必

须依靠它者的标准结构。”（梅洛-庞蒂，2008：22-23）梅洛-庞蒂将身体视为媒

介，“是使不可见之物隐喻式地显现为在场之物的重要媒介，同时身体体验也使神

秘的不在场之物得以曲折隐晦地显现。身体作为从可见物到不可见物的桥梁性功能

主要表现在，用身体及其感觉体验来同化这个世界，就能把陌生的、异质的、不可

见的事物转化成可感觉的、可见的、可理解的，从而在人与世界之间架起桥梁。”

（欧阳灿灿，2015：115）概言之，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即媒介，世界通达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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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

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其中”。（梅洛-庞蒂，1945/2001：

116）“梅洛-庞蒂在胡塞尔的主体间性论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主体间性是身体间性，……人的存在是关系性的身体处境之存在。”（欧阳灿灿，

2015：102、112）从身体-主体的视角出发，我们或可说，媒介是连接人与世界的

桥梁，它的核心要义是关系。“人只不过是关系的扭结，关系仅仅对人来说才是重

要的”。（梅洛-庞蒂，1945/2001：571页）有学者将身体-主体理论与中国老庄

哲学做比较，提出了“身体思维”的概念及情境性、视角性、语境性、有限性、

开放性、视阈关联性等特点，认为身体是思想的可见形式，所以身体思维就是身

体处于思想的行动：这种行动是发生在身体之中，凭身体而行的（吴光明，1993：

394）。

综上不难看到，“机械身体论”的基本预设，在主流传播学领域，不但成为不

证自明的理论预设，而且具体体现在传播研究中。主流传播学的主体观主要建立在

理性意识主体上，将身体视为与主体性无关紧要的因素，传播被理解为理性意识层

面对于话语信息的理解与反应，媒介则是中介，连接主体与客体，或者构成主体间

性。媒介是外在于主体的，当然也外在于身体。在理性意识主体主宰下的传播学研

究，呈现如下特征：关注信息内容忽略媒介；将传播剥离出具身关系场景；褒扬理

性拒斥非理性；遮蔽空间、地理元素；将身体肢解为分离的器官，并与不同形态的

媒介对接，等等。传播研究的重点聚焦于信息内容在传播者与受者意识中的传递与

影响，抹杀了身体在传播中的许多重大价值，比如，主体与情境的关联性；相较于

话语，感性、体验、感觉器官的传播力量；身体本身在交流中的能动性与生产性力

量，等等。传播活动因此主要地被视为理性精神交往而不是具体的身体实践。如

此，传播只能被理解为现代性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工具化子系统，与人类的根本性存

在丧失了关联。理性意识主体脱离肉身的远程在场，是聚焦于信息内容、通过意识

的对接来实现的。它既不同于面对面的身体在场，也不同于移动网络时代的虚拟身

体的远程在场。相对于主流传播学倚重的意识主体论，身体-主体论申明了身体在

场的重要性，指出大众媒介突出理性意识远程在场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危险与弊

端。身体-主体论也成为重新理解传播、媒介的重要途径。

身体-主体论对于传播的意义，在彼得斯看来，集中体现为肉身“在场”的极

端重要性。“如果我们认为交流是真实思想的结合，那就是低估了身体的神圣。虽

然这个时代技术已经可以充分地模拟人体，但身体是否真正在场仍然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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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在场’的追求本身未必会使你更便利地进入到对方的心灵，然而它的

确可以使你更便利地接触对方的身体。”（彼得斯，1999/2017：386）由此，彼得

斯相信，交流不可能意味着“心连心”，只能是“手拉手”。“亲临而在场恐怕是

我们能做到的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保证。”（彼得斯，1999/2017：388）

这表达了彼得斯对于交流者作为身体-主体必要性的坚持，以及对意识主体缺陷的

批判。但彼得斯在此戛然而止，他未能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将现

代新型媒介的传输简单地视为“缺席”？还是将其视为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身体

“在场”？换句话说，在新技术导致身体与在场分离的状态下，我们不能以形而

上学最古老的“在场”“缺席”的定义，来解释新媒体传播造就的新型“在场”和

“缺席”的状态。

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借助小说家的描绘呈现了留声机让死者“在场”的

奇幻景象，“挚爱的恋人、亲切的友人还有名人在逝去多年以后，还可以一如既

往地对我们发表生动的、热烈的讲话；‘蜡筒’将我们带回过去那美好的青春年

代——我们能听到无数根本无缘见面的先辈的声音。”“留声机录制下来的故去朋

友的声音超越了‘电影摄影’带来的永生效果：身体不是想象国度里黑白两色的幽

灵复制品，而是以真实的声音方式存在。”（基特勒，1986/2017：60）基特勒通

过对留声机、电影、打字机这三种原始媒体的分析，展示了新型媒介技术是如何通

过对身体感官的分割，创造了新型的在场方式。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将声学、光

学和书写分离，而“今天的媒介系统，‘急切地寻找出路，将现在被莫名其妙地分

割开的不同感官领域连接在一起’”（基特勒，1986/2017：52）。这种新型在场

的方式建立在这样两个前提上，一是新型媒介技术，二是切割身体感官。基特勒指

出，自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分析学就一直以各种局部客体为研究对象，将它们与躯

干分离开来。拉康贡献了两项局部客体：嗓音和凝视，这是媒体时代的心理分析，

因为只有电影可以复原脱离身体的凝视，只有电话可以传送脱离身体的嗓音（基特

勒，1986/2017：62）。大众传播随着传播技术进行着持续的媒介形态的更迭，每

一次传播技术的发明，都是对人类身体实施的分割与重组的复杂过程，“媒介技术

的分工又为各种媒介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在光学、声学和文字的存储量得以

分离、实现了机械化并得到广泛运用之后，他们各具特色的数据流又可以重新聚

合。”（基特勒，1986/2017：201）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人’分裂成生理结

构和信息技术。”（基特勒，1986/2017：17）

新型媒介技术造就的新型在场方式，与意识主体、身体-主体的在场既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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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不同。一方面，它的器官分割法与笛卡尔机械身体观的“无身体的器官”有类

似之处，人体各种器官失去了和身体的整体性关联，身体只不过是器官的集合体，

身体的本源性、整体性、生产性的特质被抹杀了，传播与存在的关系改变了。另一

方面，它又与身体-主体突出的身体性在场有一定关联，只不过这种在场是一种肉

身的虚拟性在场，被机器捕获的声音、影像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远程在场方式，这种

方式，并没有消灭肉身在场，而是与肉身在场相融合，开启了人类存在方式的新时

代。

基特勒借用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话说，“分割感官体验的‘深渊’

非常宽阔，将我们面前的大部分世界都卷走吞噬了。”（基特勒，1986/2017：53-

54）新型远程在场方式的出现，使得意识主体与身体-主体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

机。新传播技术正在将被传统大众媒体切割的身体重新拼贴组装，制造出千奇百怪

的身体，这种虚拟身体正在创造多元化的在场方式。

四、赛博人：智能主体的虚拟远程在场

身体在新媒体时代被复制了，人类突然拥有了多个身体，身体形式呈现多元

化状态。彼得斯所说“‘不可复制性’被视为‘人之为人’的依据”（彼得斯，

1999/2017：342），遭遇巨大挑战。海勒（Katherine Hayles）说，人类有两个身

体，“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

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海勒，1999/2017：6）人类主体遭遇的挑战

是，表现主体与再现主体的重叠不再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相反，成为一

种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产物，也就说，可能重叠，也可能分开。这是因为技术介入其

中了，“再现的身体与表现的身体通过不断灵活变化的机器界面结合起来。”（海

勒，1999/2017：7）一旦身体的边界被突破，“在场”与“缺席”的问题突然变得

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所谓的“在场”“缺席”探讨的是身体“有”还是“无”，

但是经由技术的“化身”“可以说在也可以说不在。”（海勒，1999/2017：36）

信息论者香农和维纳提出，信息不同于信息的载体而是一种独立实体（海勒，

1999/2017：4），“信号作为一种抽象实体，与作为其载体的电流并不是一回

事。”（格雷克，2013：189）沿着这个思路，加之智能机器的出现，有学者认

为，“人类的身份（人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化的规定与

表现。”因为机器可以成为人类意识的储存器（海勒，1999/2017：4）。在此种状

况下，人类的肉身意味着什么？肉身还是判定“在场”与“缺席”的基本要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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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播主体由生物人转为赛博人（孙玮，2018），赛博空间成为人类新型空间时，

“在场”与“缺席”的内涵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场”之

于存在的价值也正在不断丧失。“置身计算机模拟的非物质空间，网络空间定义

了新的表现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模式才是根本现实，而在场只是视错觉。”由

此，出现了“从在场和缺席到模式和随机的转变。”（海勒，1999/2017：46-47）

当然，后人类主义者也承认，在这个转变中，在场体制和模式体制可能形成互补性

而非对立性的关系（海勒，1999/2017：65），这也就是说，赛博人的存在不可能

完全脱离人的生物性形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形而上学确立的在场与缺席的存在体

制，正在遭遇人工智能时代的模式与随机的存在体制的挑战与冲击。

基于当前的虚拟和远距离技术，罗泽认为，人类至少拥有三个身体。人可以

“处在”三个不同的空间里：一是处在自己的血肉之躯的中心，二是处在虚拟的、

人们通过机器眼和机器声的屏幕看到的空间，三是处在另一个仍然“真实”的、机

器人占据中心的空间（罗泽，1998/2008：129）。这是在当前虚拟技术以及人工智

能背景下，人类的身体发生的又一次革命。虚拟技术造就了新型主体——智能身

体。这个主体是生物性身体与技术的互嵌，它最大的特征是突破了人与机器的边

界，整合了肉体与技术的双重逻辑，即赛博人（孙玮，2018）。赛博人作为主体的

传播实践，创造了与意识主体、身体-主体完全不同的在场状态。它的首要前提是

“化身”的出现，技术可以创造虚拟身体并且把它与人类的肉身之躯分离开来，实

体身体观被打破了。而且化身的形态各异，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不同的空间

里，也可以在同一个空间中获得时间性的延续。拥有智能身体的赛博人创造了三种

在场的基本状态：携带自己的肉身、离开自己的肉身、进入其它的身体（肉身或仿

真身体）。虚拟身体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方式模拟、创造各种身体的感官，如视觉、

触觉、听觉等，以营造身体在场的“真实”感觉。虚拟技术的研究者认为，这与一

般性的传统图像式媒介完全不同。以电影为例，“它虽然能使一个看不见的摄影机

始终带领着观众的视角，但人们只能看到那些恰好作为场景提供给他的东西。……

在这些老旧的视听技术那里，缺乏的主要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视角，即缺乏自我构成

三维场景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能直接将摄影机与眼睛、麦克风与耳朵耦合为一

体。而即使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人们在场景中不能活动，不能行动，无可触摸，感

觉不到质地，人们也还只是观察者，人们不能加入到其中。因此人们不仅要携带感

官，还要携带身体。”这种传统媒体依赖的是表象的实在论，它需要想象才能短暂

地获得真实感（罗泽，1998/2008：130）。这种虚拟现实技术与传统大众媒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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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即，身体与技术的耦合。当前的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技术制造了身体与技术的耦合。也就是说，大众媒介时代的在场，不涉及“化

身”，它只是凭借视觉加想象营造的沉浸感。而虚拟身体在虚拟世界的在场，更多

地依赖交互作用。交互作用制造一种身体感觉器官的感受，以此实现了虚拟身体的

在场。智能身体的赛博人作为主体，使得在场的状态突然变得复杂而诡异了，“虚

拟实在”这样的概念的出现及其映射的现实，使得形而上学传统中的“在场”“媒

介”“再现”“真实”“实在”等等概念都必得重写。

智能身体的传播实践将主体（无论是意识主体还是身体主体）卷入一个重新定

义和建构的过程。尽管主体性的消解不是自新技术肇始，它早就是后现代的一个

核心命题，后现代思想中包含有明显的技术因素。但赛博人的主体性却有鲜明当

下的特征，它与移动网络时代的虚拟、仿真、人工智能技术密切关联。在此本文

试图用“身体实践”这样一个概念来描绘赛博人的主体性构成，也就是说，赛博

人的智能主体，不同于集中于理性心智的主体性，也区别于以生物性形式为基础

的身体主体的主体性，它是技术具身化的主体，主体性是在身体实践中得以构成、

获得体现的。论及身体实践，必然要涉及实践这个概念。一般而言，实践是在与理

论的参照中获得自身独特意义的，“在定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主要

的策略：一种是实践优于理论，一种是理论优于实践。这并非是仅有的两种途径，

但可以认为它们是最为持久并且很难避免的选择，它们已经引起了公认的、并且在

某种程度上是意识形态与哲学的自觉传统。”（布鲁尔，2010：107）当然这个较

为宏观和普遍的参照，还不足以解释赛博人的身体实践。每一个概念的使用都是为

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就此而言，实践的意义可以在结构-行动的参照中突出行

动的意义；也可以在言说与经验中突出经验的价值；还可以在抽象规则与具体实施

中突出实施的方面，等等。在传播学研究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是“话语实

践”，也就是将媒介的力量主要理解为话语的，媒介的行动因此被落实到“话语

的”层面，此为媒介的行动力量——话语实践，表明话语也是一种行动。本文尝试

借助“身体实践”，是针对传播学研究中的“话语实践”，以突出赛博人的传播不

能仅仅从话语层面理解，必须要打破传播学研究集中于媒介话语的惯常思维。移动

媒体、虚拟仿真技术，也迫使传播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话语实践，必须转向身体实

践。也就是涉及位置、空间、时间、感觉等这些与身体有关的因素。从某个角度

说，或许“身体实践”这个概念是一个同义反复的词，因为“研究实践的理论家的

一个核心观点是设想实践是具身的、是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种系列的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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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兹金，2010：3）本文之所以要画蛇添足地在“实践”前面再冠以“身体”，

是为了与传播学研究所理解的实践常常指向话语行动的倾向，形成一个参照，以突

出身体维度对于传播的重要意义。

移动网络时代的新媒体传播充分体现了身体实践的特点及其重要性。在技术现

象学的视野中，具身关系是一个关键概念。技术现象学的代表人物伊德认为，“后

期的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都将实践作为基础。在实践中，具身是我们参

与环境或‘世界’的方式，尽管我们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很多这样的活动都

包含了对人工物或技术的应用。”（伊德，2008：55）所谓技术具身，意味着技术

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身体经验中，它不能被理解为外在于身体的工具。当前的新传播

技术的鲜明特点就是，技术越来越透明化，越来越深地嵌入人类的身体，越来越全

方位地融入我们的身体经验。全方位，意味着这种渗透不仅仅是建构一个宏观框

架，比如时钟规约了我们的现代社会。而是特别强调，移动虚拟仿真技术，是时时

刻刻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身体经验中，是对于人类时空的全面嵌入。

以实践理论非常关注的“意会知识”为例，这个概念表达了两层意思，“对

一种实践的把握不能从书本或者其他没有活力的资源中获得”，并且，“常常只

能，虽然不是始终，通过与涉入这一实践中的文化成员之间的连续的社会作用而

获得。”（柯林斯，2010：122）在这两个层面，新传播技术都更加深刻地呈现出

身体与实践的内在关联，传播必得突破话语实践的范畴。思考意会知识有三种途

径，其一，运动技巧的隐喻。这主要表明，意会性对操作性技巧是必不可少的，

意会知识应用于“认知能力”（柯林斯，2010：125）。就传播而言，读报、听广

播、看电视，都与骑自行车这样的身体实践有明显的不同，尽管这些传统媒体的实

践，并不可能完全清除和身体的关联，但与此相比，新媒体传播在身体卷入、运动

技巧的层面，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新技术传播大量依赖全身性的运动，

手指、眼睛、身体的姿态以及运动的方式等等，都在使用移动终端的时刻牵扯在一

起。至于定位系统的使用，更是直接将线上信息和线下的身体移动系统地、即时地

捆绑在一起。其二，规则回归模式。沿着维特根斯坦 “规则本身并不包含能决定

其自身应用的规则”的思想，实践论者表明，一个规则的应用高度依赖情境。比

如，实验技巧不可能以“一种公式化的术语进行传授。”（柯林斯，2010：126）

新传播技术包含即时、强烈的互动场景，交互作用是关键，传播实践的规则与身体

实践密切关联，其三，生活形式的途径。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沉浸到相关社

会群体中，“要从在我们所涉身的社会群体的历史中去寻找。”（柯林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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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媒介文本意义的实现必须要返回日常生活实践中。因此讨论意会知识的实践

论者，倾向于将实践定义为，“一种被把握的活动的那些非语言的条件。‘一种实

践’，我将指一种活动，它要求其真正的参与者去把握那种意会的东西以实施这

种活动。”（特勒，2010：137）总而言之，新媒体传播，是依赖高度身体卷入的

“即兴表演”，是一种高度依赖意会知识的身体实践。如果我们仅仅用话语甚至是

文本话语作为传播研究的基础，就遮蔽了新媒体传播的身体实践的重要意义。传播

学研究缺乏身体实践的路径，由来已久。这个偏向使得传播学在解读相关理论时，

常常会无意间忽视身体的维度。比如，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常常被传播学研究拿来

分析新闻场域的传播实践，但这个理论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却常常被忽视。他在

《实践感》一书中，从实践的角度强调身体对于世界的构成性作用。“实践信念不

是一种‘心理状态’，更不是对制度化教理和信条大全（‘信仰’）的由精神自由

决定的信从。而是——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一种身体状态。”（布迪厄，

2003：105）实践感，是世界的准身体意图，但它绝不意味着身体和世界的表象，

更不是身体和世界的关系，而是世界的内在性，世界由此出发，将其紧迫性强加于

我们（布迪厄，2003：102）。布迪厄是在这种身体观、这种实践与身体的关系基

础上，展开他的场域和习性的论述。但我们在运用场域理论时，常常抹杀了传播作

为一种实践的身体感，忽视了传播实践是一种身体状态。

新媒体传播越来越强大的技术具身趋势，改变了身体-主体存在论的“在

场”“缺席”的基本含义，创造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在场”——虚拟远程在场。维

利里奥（Paul Virilio）指出，这是电子传输技术通过改变时空观达成的。“这就是

真实时间的远程技术学所实现的东西：它们由于将‘当前’时间与它的此地此刻相

孤立而杀死了它，为的是一个可换的别处，而这个别处已不再是我们在世界上的

‘具体在场’的别处，而是一种‘谨慎的远距离在场’的别处，而这谨慎的远距离

在场的谜一直未被解开。”（维利里奥，1995/2003：15）有学者将维利里奥的这

个观点概括为，“远程登录杀死了在场”，（张一兵，2018）因为“海德格尔的存

在论中，在场总是此在当下的在此，在及物的关涉操持中，我们上手事物，自然通

过向我们涌现而解蔽为真理，功能性的上手操持结构之链接则环顾为周围的世界。

然而，今天的网络信息化远程登录的即时在场却总是在远程他处，它破坏了在场的

在此性。……这种远距离在场不仅仅杀死了当下在场本身，而且直接解构了此在之

在和去在的上手之场所，它之所以是谜，是因为它破坏了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

尔辛辛苦苦建构起来的历史时间中有死者在场的存在论。”（张一兵，2018）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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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奥出色地描绘了移动互联网以及虚拟现实技术，这些新技术加剧了技术具身化的

趋势，使得身体-主体存在论的在场，彻底地崩溃了。这个新型虚拟远程在场，并

不局限于电视的视觉感，而是整个身体各种感觉器官的卷入。更进一步地，不但虚

拟远程在场有着即刻的大量互动，而且在场与远程在场也同时性地交融在一起。维

利里奥这样概括这种状况，“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现在，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存

在着世界再现的、也就是世界的真实性的两重性。这是主动性与互动性之间，在场

与远程在场之间，存在与远程存在的两重性。”(维利里奥，1995/2003：58)

移动网络及虚拟技术带来的“在场”“缺席”的颠覆性变化，撼动了形而上学

的基础，因此，在我们思考传播涵义改变的同时，媒介也突然直抵柏拉图的形而上

学哲学观。有许多新媒体的研究者，指出新媒体通过改变时空感，再造了在场、缺

席的方式，从而触碰了形而上学的核心命题。在提出“地理媒介”的麦侉尔（Scott 

McQuire）看来，“媒介历史”就是不断重构“在场”复杂场景的过程。形而上学

关注“在场”的重要性，媒介被理解为“仅是对真实的再现”，或中立地对在场的

“传输手段”，对抗“缺席”的利器，等等，都是形而上学哲学观的体现。移动网

络时代造就的地理媒介，彻底打破了在场与缺席相互对立的形而上学观念。现代媒

体从电话电视一直到数字技术支持的远程在场成了追求“此刻当下”的主要工具。

重新理解数字技术要求我们，将日常生活的中介化视为探索“在场性”形而上学所

蕴含的各种悖论的“门径”。据此，麦侉尔认为，地理媒介创造的在场与远程在场

的融合方式，使我们或可认识并发展出新的交流实践：新的社会偶遇形式，与他者

新的关系，以及与千里之外或近在咫尺的他者和谐共处的方式（McQuire，2016：

165-168）。这就意味着，移动网络时代的地理媒介，将在场、远程在场、虚拟远

程在场加以融合，创造了更加多元的在场和缺席状态。于此同时，也打破了媒介是

对真实的再现，是在场的传输手段，是对抗缺席的利器等等形而上学主导下的主流

传播学论断，因为媒介就是在场本身，媒介构成了多样化的在场与多重现实。

五、结语：身体世界中的传播

梅洛-庞蒂的“肉身本体论”这样看待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身体本质上即为

媒介……即身体作为介质，既是世界的中心，又是其显现的载体，而从此应该被称

为肉身（Chair），以揭示它与世界这一原初处境共为一体的这一层意义。”（埃洛

阿，2008/2016：17）因此，存在即是身体化的存在，世界即是身体的世界。从存

在论的维度思考传播，传播就是要回应这样的问题：世界是如何通达到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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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为人类所经验和感知呢？已经有很多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比如米德

说，是符号，特别是语言这种符号（米德，2005）。当然梅洛-庞蒂说，是身体。

梅洛-庞蒂讨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时这样写道，“语言是一个内部世界，但这个内

部世界不是自我封闭和自我意识的思维。如果语言不表达思想，应该表达什么？”

它表达主体在意义世界中采取的立场，更确切地说，语言是这种立场本身。在此，

‘世界’一词不是一种说法：而是意味着‘精神的’或文化的生活从自然的生活中

获得了其结构，意味着有思维能力的主体必须建立在具体化的主体之上。”（梅

洛-庞蒂，1945/2001：251）由此看，梅洛-庞蒂的语言是被身体包裹的，意识主体

（有思维能力的主体）不可能脱离身体-主体（具体化的主体）。任何用于通达人

与世界的符号，都不得不为身体所涵盖，身体元素始终伴随着各种符号。如果我们

把技术因素放置到这个身体世界中，后现象学的技术思想认为，“每一种人与技术

的关系，都是一种内在关系存在论的模式。这种类型的存在论带有一系列的含义，

其中包括暗示了存在着一种人和技术的共同构造。技术转化了我们对世界的经验、

我们的知觉和我们对世界的解释，而反过来，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也被转化了”。

（伊德，2008：58）技术正在不断地侵入身体世界，正在持续地塑造新型身体。

如果我们将传媒性理解为实在性的可通达性（赛尔，1998/2008：223），我们可

以简略地将存在论视角中传播的途径（也就是实现可通达性的方式）概括为两种：

意会和言传。彼得斯强调的身体在场的极端重要性，即是说，意会不能为言传所替

代。正如上述实践理论所说的意会知识的意会，是包含了身体以及物质场景元素的。

只要对主流传播学研究有基本了解，就可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传播学研究多关注

言传而忽略意会，而且遮蔽了言传与意会的不可分割之关联，经常性地将言传剥离

出身体的情境。当前的新媒体实践，迫使我们将存在论视角中传播的两种路径重新

整合。传播与媒介，在场与缺席，或可在这个视阈中得到重新审视。所谓在场或缺

席，就是人现身或脱离于现实与虚拟杂糅的关系网络中，而传播就是编织关系网络

的身体实践。物理的、信息的、意义的多重网络通过传播聚焦于智能身体这个节点

主体上。媒介不是撇开了身体、外在于主体的工具，而是与身体互相构成，融为一

体。智能主体是通过传播的具身化实践得以建构的。传播研究必须回归身体世界，

或者说重新放置到智能主体的世界中，才能重建传播与人类存在的根本性关联。

（责任编辑：束开荣）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艾曼努埃尔·埃洛阿（2016）。《感性的抵抗：梅洛-庞蒂对透明性的批判》（曲晓蕊译）。

传播学研究



102

国际新闻界  2018.12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保罗·维利里奥（2003）。《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大卫·布鲁尔（2010）。维特根斯坦与实践的优位性。载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赛蒂纳、

埃克·冯·萨维尼主编《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苏州大学出

版社。

丹尼尔·托马斯·普里莫兹克（2014）。《梅洛-庞蒂》（关群德译）。北京：中华书局。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2017）。《留声机、电影、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

弗罗里安·罗泽（2008）。第二个和第三个身体，或者：成为一只蝙蝠或住在另一个星球上

会是什么情景？载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孙和平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哈里·柯林斯（2010）。什么是意会知识。载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赛蒂纳、埃

克·冯·萨维尼主编《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

社。

哈维·弗格森（2010）。《现象学社会学》（刘聪慧、郭之天、张琦译）。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克里斯·希林（2010）。《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凯瑟琳·海勒（2017）。《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海龙（2018）。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国际新闻界》，（2），37-46。

马丁·赛尔（2008）。传媒的实在和实在的传媒。载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

机、实在性》（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莫里斯·梅洛-庞蒂（2001）。《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莫里斯·梅洛-庞蒂（2008）。《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宁晓萌（2013）。《表达与存在：梅洛-庞蒂现象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欧阳灿灿（2015）。《当代欧美身体研究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皮埃尔·布迪厄（2003）。《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乔治·H·米德（2005）。《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斯蒂芬·特勒（2010）。抛弃意会规则手册——学习与实践。载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赛

蒂纳、埃克·冯·萨维尼主编《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苏州

大学出版社。

孙玮（2018）。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6）,4-11。

唐·伊德（2008）。《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韩连庆译）。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

传播学研究



103

国际新闻界  2018.12

特里·伊格尔顿（2014）。《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特里·伊格尔顿（2001）。《审美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王晓华（2018）。身体话语重建与“理论之后”的理论研究：伊格尔顿与西方文论的重要转

向。《南国学术》，（6），78-86。

吴光明（1993）。庄子的身体思维（蔡丽玲译）。载杨儒宾主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

身体观》。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2017）。《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

约翰·罗布、奥利弗·J·T·哈里斯（2016）。《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

洲》（吴莉苇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詹姆斯·凯瑞（2005）。《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张汝伦（2018）。西方现代性与哲学的危机，《中国社会科学》，（5），23-42+204。

张一兵（2018）。远托邦：远程登录杀死了在场——维利里奥的《解放的速度》解读。《学

术月刊》，（6），5-14。

Craig,R.T(1999).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Communication Theory, (2), 119-161.

McQuire, S(2016). Geomedia: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本文所引参照潘霁中文译文)

传播学研究


